
第八章 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上的合浦

（代结语）

南流江发源于大容山南麓，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北流市，玉林市玉州区、博白县、

浦北县，在合浦境内分为南干江等水道注入廉州湾，全长 287 千米，流域面积 9439 平

方千米。南流江是桂东南地区独流入海的较大江河，逾桂门关分水坳可联系北流江，

继而通过西江中游经湘桂走廊、潇贺古道抵湘江一线，成为中原进出北部湾的最便捷

通道。包括合浦汉代遗存在内，南流江流域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的文物史迹和人文

民俗事项，宜置放在“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的背景下考察审视。

“丝绸之路”是 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裴迪南·冯·李希霍芬提出的概念，本意是

指从古代中国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商贸通道；其后法国汉

学家沙畹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开始流行。丝绸之路的概念在

使用中逐渐被泛化，出现了西南丝绸之路
[1]
、草原丝绸之路

[2]
、东北亚丝绸之路

[3]
、冰

上丝绸之路
[4]
、史前江南丝绸之路

[5]
等表述。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类称谓通常具有三种含义。其一，在中外交

通史、考古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中作为学术概念使用，不过很难在学术概

念的层面上加以严格界定；其二，作为文化符号表现其历史喻意和现实政治意义，带

有借喻性质，如 20 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实施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

综合考察”
[6]
。正因为其借喻性质，“海上丝绸之路”有时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

料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亦称为“蜀布之路”，甚至在专题研究的意义上出现了“金属

之路”
[7]
等名称；其三，应用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实际工作中，例如海

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8]
。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其内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

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限、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性质确认，以及相关遗产点的文化价

值阐释等方面自然会产生一些不同意见。

南流江作为连通合浦港口与广西内陆腹地乃至更远地区的内河航线，与汉代及其

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客观存在，在相关研究著作
[9]
、研究报告

[10]
中已经有着充

分论述。有研究者指出，“南流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河支线。作为以合浦为

出海口的河流，南流江的地位和作用与合浦港共进退”，“南流江南北大通道，是古代

著名的‘南海道’‘通越道’‘交趾道’，是南海古丝绸之路的内陆组成部分，南流江航

线则是最直接的部分，南流江流域是最近的港口腹地”
[11]

这些表述比较清晰地说明了

南流江作为内河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合浦港的地理关联和文化关系。



在南流江文化史的既往研究中，一般侧重于内河航线或交通路线的表述，不过这

种表述偏重于强调文化因素和族群交往的“流动”和“迁移”，相对忽略了南流江流域

自身文化因子的“特殊”和“积淀”，这种情形有些类似于对“民族走廊”的片面认识
[12]

，由此在相关文化背景和历史特征的阐释上也就受到了局限。鉴于内河航线或交通

路线的定位未必能够深刻阐明南流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此有必

要考虑借用“文化廊道”这一概念来解释说明南流江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价值的

关联性。

廊道是景观生态学概念，原指与本底有所区别的条带状土地，具有连通与分隔的

双重作用，这种双重作用造就出廊道内部以不同生态斑块形式表现出来的景观多样性，

斑块彼此间可能发生冲突和干扰，每一斑块也未必能够适应生存下来
[13]

。通过这些景

观生态学内容在人文意义上的解读和借用，即建立起“文化廊道”的概念。文化廊道

本身及内部的斑块，都属于文化景观。通俗地讲，文化景观就是具有特定文化的族群、

人群在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活动中所创造的劳动成果的系统形态，兼具自然环境属

性和人文属性，是人类与自然界长期互动所形成的综合体，以演进和变化为其基本特

征
[14]

。

在文化史意义上 “文化廊道”和“民族走廊”的性质有些相似。走廊从建筑学

概念借鉴为地理学概念，再逐渐演化为地缘政治学和民族学概念，需要同时满足通道

和通道两侧的屏障两个条件，“而屏障有三：即地貌的屏障、生态的屏障和民族的屏障”
[15]

。文化廊道连通与分隔的双重作用也是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下得以发挥出来的。

南流江作为文化廊道，其连通作用是指在纵向（南北方向）发生的人群迁移和文

化因素交流传播，比较容易理解；所谓分隔，是指流域内部的文化景观与“左邻右舍”

不一样，即有所屏障。南流江谷地在地质构造上属于位于六万大山、大容山与云开大

山之间的合浦断裂带
[16]

，东、西两侧为云开大山和六万大山所围绕，地貌屏障大致具

备，流域内部除与周围区域共享“本底”文化基因外，还有与本底不同的异质文化因

子，共同构成了各种文化斑块，形成流域内部相对稳定的文化共性特征，导致流域内、

外文化景观存在较显著差异，即是分隔作用的表现。

“南流江文化廊道”在海上丝绸之路语境中就是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

其历史现象表现为廊道内部的文化景观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价值的关联度较高

（包括某些海洋型的文化特征和生计方式），而与廊道以外的文化生态差别显著。换言

之，正是由于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的存在，才使得当地出现诸多与海上丝绸

之路文化遗产价值相关联的“非常态”的文化景观。此外，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廊道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陆地对接通道，其概念表述扣合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文化

线路类型”遗产的空间架构和价值特征。



有研究者指出：“南流江南北通道的范围因语境而定，就小范围而言，指合浦出海

口至南流江上游码头的航线；就中范围而言，指合浦出海口至西江的航线，即还要包

括北流江航线；就大范围而言，指合浦出海口至中原的航线，在汉代主要指西江、桂

江、灵渠，甚至湘江以北达中原的航线。”
[17]

考虑到历史背景和民风世俗的共性和密切

联系，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还应该延展至北流江上游地区。

依照《南流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玉林市申请列入“海

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的认识，南流江

文化廊道上的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点主要包括北流铜石岭汉唐冶铜遗址、容县西山汉唐

冶铜遗址、玉林市北流宋代岭垌窑址、兴业宋代绿鸦冶铁遗址、容县宋代城关窑址、

天门关（鬼门关）遗址、茂（林）北（流）古运河遗址等。此外，《研究报告》还提及

容县出土的波斯孔雀蓝釉陶器（唐代）、博白县宴石山摩崖佛像（隋代以前已有记载），

以及郁林葛（唐代以来）、客家围屋（明清以来）、玉商文化、侨乡文化等与海上丝绸

之路相关联的文物史迹和人文事项。已经列入《申报中国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

之路（中国段）申报文本（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申报文本》）的合浦汉墓群、大

浪城址和草鞋村城址更应该包括在内。

《申报文本》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包含了承载遗产价值的海港航运体

系遗存（包括海湾、码头、航标建筑、造船场、仓库、祭祀建筑、贸易管理机构、驿

站、桥梁、道路、海防设施、商业街）、外销物品生产基地与设施遗存（外销瓷瓷窑、

丝绸织造工场），以及文明及文化交流产物（宗教建筑、外国人聚居区及墓葬区、贸易

市场）、贸易物品遗存（珠宝、香料、药材等）等主要遗产类型及其代表性遗存要素”
[18]

。《研究报告》列举的遗产点、文物史迹和人文事项，在不同侧面显示出与海上丝绸

之路的价值关联，多可以纳入《申报文本》关于“主要遗产类型及其代表性遗存要素”

的划分体系，其中一些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关于世界文化遗

产的价值标准，可以视为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中的文化景观。

除合浦外，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目前能够确认的西汉遗存不多，但是根

据苍梧郡猛陵县的设置（位于北流江与浔江汇合处的今藤县），以及汉代海外舶来品或

者具有海外文化因素的汉代文物在贵港、梧州、兴安、界首和平乐等地的分布
[19]

，可

知这条文化廊道在西汉时期已经开通，这自然与合浦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密

切相关
[20]

。

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是基于各国的官方保障，《汉书·地理志》有黄门译长“与应

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的记述，《宋史·食货志》

记载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始自南越国
[21]

，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一般认为是在

秦汉时期或西汉时期，不过汉代合浦港口的海外贸易有可能早至先秦时期。秦出兵岭



南的动机即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22]

，吕思勉认为，“《史记·货殖列

传》言番禺为珠玑、犀角、玳瑁、果布之凑，此语非指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

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矣”，“则秦汉未并南越时，中国与西、南洋久相往来矣。是知

民间之交通，必先于政府”
[23]

。蒋廷瑜已经指出合浦港的出现要早于合浦郡县的设置，

两千年前南流江当在今合浦县城西侧入海，合浦作为内河与海洋航运的结合点，在先

秦时期就应该有了
[24]

。

合浦已经发现一批相当于南越国时期的考古遗存，其中双坟墩 D2 的年代为秦至西

汉早期，D1 也有早至南越国时期的可能
[25]

；文昌塔墓地近来识别出一批南越国墓葬
[26]

（参见第三章第二节）；草鞋村城址手工业作坊区见有西汉早期的遗存堆积
[27]

；大浪城

址的始筑年代也不排除为南越国晚期的可能性
[28]

；此外北流增劲塘城址可能始建于南

越国
[29]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在南越国时期已经开通。《水

经注》引《交州外域记》有“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至合浦”的记载，

琼州海峡东西潮汐差异很大，风向、海流复杂，是航海危险区，唐代从交趾航海至徐

闻时还要舍舟登陆
[30]

，路博德的进军路线大概就是缘南流江而下合浦。

《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玑、银、铜、

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九

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

玳瑁、果布之凑。”《史记集解》韦昭解释“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有学者

已经指出“果布”应该为马来语 Kapur（龙脑）的对音
[31]

。严格来说，《汉书·地理志》

这段话是在讲“粤地”有这些物产，“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

南，皆粤分也”，与《史记》特指番禺仍然有微妙差别。这些物产既往多笼统以为是海

外舶来品，其实未必尽然，因为“粤地”合浦亦“海出珠宝”
[32]

，交趾“土多珍产，

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
[33]

，尤其是从海外输入铜

原料或铜制品并无必要。桂东南地区唐宋时期以铜矿产地著称
[34]

，时人将当地铜业生

产传统追溯至南越国时期，称“铜山，昔越王赵佗于此山铸铜”
[35]

。北流铜石岭冶铜

遗址的年代可能在东汉至唐代
[36]

，更早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汉书·地理志》记载的

“铜”有可能产自桂东南地区。合浦、交趾的“珠宝、珍产”和桂东南地区的“铜”

可以经由这条文化廊道运销各地，包括在番禺集散。

秦汉时期桂东南山地有许多西瓯、俚、蛮、乌浒人群，郡县治所之外并非秦汉帝

国的实质统治区，当地东吴时期置合浦北部都尉，西晋置合浦属国、刘宋泰始年间

（465-471 年）在合浦北部设立越州，就是因地制宜，以便更有效地掌控这一地区。由

于这种特殊的族群分布态势，桂东南地区成为汉代岭南社会文化两大板块之间的连接

过渡地区
[37]

，当地汉晋南朝时期基本保持着土著文化的“本底”状态，南流江海上丝



绸之路文化廊道也就成为一条特殊的文化地带。

瘴气是一种对中国南部、西南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的历史生态现象
[38]

。汉晋时期岭南地区多有“瘴气之害”
[39]

，唐代尚称南流江为“瘴

江”
[40]

，桂东南地区当时的交通状况整体而言仍然较为闭塞。不过瘴气具有季节性，“瘴

江”之称大概主要是形容周边环境不适宜中原人居住生活，而不是指水路交通本身的

绝对封闭。在此种环境背景下，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及其

历史意义也就更加凸显。由于琼州海峡是航海危险区，合浦在海洋交通上的安全便捷

优势明显，这也是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地理背景。

明晓这些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背景，可以更深刻地阐释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廊道上丰富多样的文化景观作为文化斑块的存续状态和文化遗产价值。南流江海上丝

绸之路文化廊道延续至唐宋明清时期，其历史特征还应该在连通与分隔的双重作用、

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不同生态斑块冲突适应等方面结合历史背景做具体分析，并且应

该在文化线路遗产类型的性质、价值等方面加以把握。

贾敬颜的一段话很好地概括出秦汉时期汉人扩张的通常方式和过程。“大约汉人向

外发展，靠的坚刃利兵与政治上的优势，其次随之而来的是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

技艺、文化。首先打出一条通道（所谓开某某道即是），这条通道，往往顺沿河渠或在

山间峡谷中，然后修建一座或几座城堡，于是便以此点面为根据地向四周开展、拓殖，

去联络或征服当地的民族、部落，这就是秦、汉两朝在边区所开的郡与县；一旦力量

衰落了，鞭长莫及，那些交通线和城堡便归于废弃。待力量恢复后，再行重建，这又

是那些郡县旋兴旋废的缘故。交通线与城堡之外，大片的山林渊薮，仍归原地的民族、

部落居住，汉人愈向四周发展，一方面使少数民族汉化，另一方面也为汉人的少数民

族化提供了便利。”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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